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倫理紀律是公司治理的重要基礎，而倫理紀律的建制需有倫理元素為根基，然各文化的倫理特性有所不同，

因此探討不同文化的倫理思想如何形塑企業倫理紀律是重要的。回顧過往文獻，較少以儒學建構企業倫理紀律，

進而應用於公司治理之實證研究。此外，在處理儒商相關議題上，因研究者背景所限，對於「儒」（倫理面）與

「商」（管理面）會偏向一隅。有鑑於此，本文揉合倫理面與管理面的研究進路，針對兩家代表性當代儒商進行

個案分析，探討個案企業如何經由儒學來建構倫理紀律，從而發展公司治理。研究發現個案企業發展倫理紀律的

經驗，以及展現公司治理的特色，除了能擴張過往儒商文獻外，亦值得身處華人文化的企業參酌。 

關鍵字：儒家、儒商、倫理紀律、公司治理、個案研究。 

  

緒論
 

企業倫理 (Business Ethics) 在於探討企業決策的

對與錯、與利害關係人間的合宜關係等議題，而此探

討需借助倫理思維，因此有學者  (Crane, Matten, 

Glozer, & Spence, 2019) 將倫理學 (Ethics) 視為企業倫

理的根基。此外由於倫理是各地區文化的根基元素 

(Agbanusi, 2015)，而企業各式決策也深受在地文化影

響 (Chan, 2008)，從中可知，倫理思維對於公司的發

展具有影響力。 

不同文化有自身的倫理基礎，如西方的效益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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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tilitarianism)、義務論 (Deontology)、德行論 (Virtue 

Ethics)，東方的儒、釋、道等。一般來說，西方倫理

思維模式偏向分析性與個體性 (Nisbett, 2003)，對於行

為的對錯有清晰界定，被視為較符合商業特性 (Crane 

et al., 2019)，因此也較常被汲取於企業倫理的運用，

例如學者 Bowie (2017) 便運用哲學家 Kant (1724-

1804) 的倫理哲學，推導出企業應該重視員工尊嚴、

信守商業契約、成為企業公民。另外，Donaldson and 

Dunfee (1994) 也試圖透過契約論架構來整合全球性的

「超級規範」 (Super Norm) 與在地性的「社群規範」 

(Community Norm)，讓企業在道德規範上能有所依

歸。 

相較於西方，東方倫理思維模式較偏向融和性與

整體性 (Nisbett, 2003)，著重個人自省與品格涵養，因

而較難被應用於商業領域 (Chan, 2008; Crane et al., 

2019)。然如欲探討華人地區企業倫理議題，一昧模仿

西方進路而忽略東西倫理的差異，將可能發生南橘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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枳之憾。事實上，華人文化含有豐富的倫理思想，其

中又以儒家影響最為深遠。無論朝代如何更迭，儒家

一直被視為華人文化的骨幹，因強調「內聖外王」，

從而發展出政治管理與治國之道，被視為隱含豐富的

管理智慧，更被運用於商業管理，像是宋代趙普的

「半部論語治天下」之說（朱建民，1994；樊和平，

1995）。即便東方倫理思維在管理領域中，被運用的

機會不像西方倫理頻繁，但仍有學者致力探討現代儒

商的相關議題，像是儒商的組織文化 (Cheung & King, 

2004; Ip, 2002, 2003)、儒商的領導風格 (Zhang, Cone, 

Everett, & Elkin, 2011)、儒商的價值觀（周佳敏、鄭伯

壎、黃光國與余思賢，2017；劉國建，2003；Chan, 

2008; Wang, Li, & Sun, 2018）、儒商的組織行為 (Liu, 

2020; Tsai, Young, & Cheng, 2011) 等。 

然而，本文也發現過往「儒商」研究中，由於牽

涉到研究者的背景因素，大部分對於「儒商」探討會

偏重於一隅，例如文史哲背景的研究者，較多著墨儒

學而較少談論企業融入儒家元素的具體作為（張海鵬

與王廷元，1994；樊和平，1995；Chan, 2008; Cheung 

& King, 2004）。相對地，管理背景的研究者，則偏重

儒商的商業作為，較少著墨儒家倫理元素探討（李樑

堅，201；羅庚辛，1992；Horak & Yang, 2017; Tsai et 

al., 2011）。 

前述兩類研究，都為儒商研究奠定重要基礎，而

企業倫理實為科學與哲學的跨領域探討，揉合了對經

驗世界系統性描述的「實然」(Is)，以及建構規範與省

思對錯的「應然」  (Ought)（朱建民，1994；葉保

強，2018），因此如欲探討儒商的倫理紀律，「儒」

跟「商」的探究皆不能偏廢。本研究團隊由人文背景

與商學背景的研究者組成，用以朝向融和性的「儒

商」探討，不使其偏於一隅。 

由於儒家給人「重義輕利」印象，在講求「快、

狠、準」的商業氛圍，以及「做生意規規矩矩很容易

吃虧」的觀點下，對於重視道德的儒商，是否會出現

「義利難容」或「重商毀儒」的結果？本文將從現代

儒商經驗來檢視此類觀點。此外，我們發現在先前的

儒商研究中，仍缺乏以儒學建構企業的「倫理紀律」

(Ethical Discipline)，進而應用於公司治理的實證研

究。公司治理攸關企業營運，而現今探討的範圍，已

逐漸擴展到企業營運的各面向，包括強調董事會責

任、確保股東利益、重視利害關係人權益、強化資訊

揭露與透明度、接軌國際規範，從而追求企業永續發

展（台灣金融監督管理委員會證券期貨局，2020；張

振山，2020；陳松山、孔羿琁與黃德舜，2015；葉銀

華，2015；鄭國鴻與吳成豐，2006；OECD, 2015）。

不少學者 (Benson, 1989; Kjonstad & Willmott, 1995) 

認為良好的公司治理需建基於「倫理紀律」基礎上，

從而能促進企業永續發展，並創造更豐富的經濟與社

會價值（曾炳霖，2002；葉銀華，2015；鄭國鴻與吳

成豐，2006；顧立雄，2019）。因此，在華人文化

中，觀察企業如何運用儒家倫理思維，發展倫理紀律

來強化公司治理是重要的。依此脈絡，本文所開展的

研究問題：探討現代儒商企業在融入儒學後所發展的

倫理紀律，從而觀察其所展現的公司治理特色為何？

研究的結果，除了彌補過往文獻缺口外，在實務上，

亦提供華人地區有意發展儒家倫理紀律，從而落實於

公司治理企業的參考價值。 

文獻回顧 

企業的公司治理特色受到公司倫理紀律的影響，

而倫理紀律主要來自於公司所秉持的倫理思想，因此

本文在文獻回顧上緊扣此主軸，首先從哲學視角開始

探討「東西方倫理差異」，從而了解東西倫理在本質

的不同；再者，由於儒學博大精深，在一篇研究中難

以全面涵蓋，而在「儒家倫理核心元素」上，本文辨

識出儒家核心思想，並以此界定本文所採用儒家分析

的範圍；有了前述哲學基礎後，進入到「儒學在商業

運用」，亦即回顧之前相關儒商之研究，除將文獻予

以分類外，亦平衡性地提出正面與負面觀點；最後進

入到「倫理紀律與公司治理」部分，整理近年來關於

倫理紀律及公司治理的文獻。經由上述文獻，期達到

揉合「儒」與「商」的研究進路，且有助於從前人研

究基礎來觀察與分析個案。 

東西方倫理差異 

本文在前言中提及企業決策深受文化影響，文化

深受倫理影響，而東西方倫理各具特色，因此在探討

現代儒商時，實有必要先釐清東西倫理在本質的差

異。倫理學是人類最古老的學問之一，也一直是東西

方哲學的重點領域；在西方，哲學起源於探討宇宙萬

事萬物的根基，關切議題像是宇宙如何組成、世界運

作的基本原理為何。到了希臘時期有了轉向，希臘三

哲 Socrates (B.C. 470-399)、Plato (B.C. 429-34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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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ristotle (B.C. 384-322) 開始關切與人有關的議題，像

是人生終極價值為何、何謂幸福、德福關係等，這也

開啟與倫理學有關的問題探討。從西方哲學演變脈絡

可知，西方哲學最初著重宇宙根源探討，也影響後續

人事議題的思考進路，是以探究自然方法對待人事，

採用邏輯分析的態度探討倫理學（牟宗三，1974）。 

從 Aristotle 開創「德行倫理學」後，西方倫理學

便逐步蓬勃發展，像是啟蒙時代 Kant 的「義務論」，

Bentham (1748-1832) 與 Mill (1806-1873) 的「效益

論」，皆對倫理概念進行知識探討與論述，從而建構

規範準則來探究行為對錯 (Pojman, 1995; Richard & 

Richard, 2007)，並成為西方經典的倫理思想，深遠地

影響西方人的價值觀。 

有別於西方倫理學對知識建構的「論證」，東方

倫理著重「親身實踐」，更強調日常生活實踐的「體

證」，具體的例子，像是在《論語》中鮮少對「仁」

定義，更多是從生活中提點，並依據不同互動對象，

像是父母、兄弟、朋友提出具體行為指引（牟宗三，

1974：15；1983：14、39）。此外，東方儒家的「工

夫論」，即勉勵人在生活中不斷地實踐儒家義理，透

過長時間的品德修養，成為一位儒家期待的君子（王

邦雄、曾昭旭與楊祖漢，2018）。 

另外，從思維模式觀之，西方重視個體、類別與

分析思考，東方重視整體和關係（張德勝等人，

2001）。由於受到思維模式差異的影響  (Nisbett, 

2003)，這也造就東西方在倫理思維上的差異。西方思

考倫理時，常採用思辨與分析的方式，而東方所談的

倫理，則是一種中庸進路的整體觀點，思考所有牽涉

其中人事物的最合宜狀態。此外，在人性預設上，西

方傾向人內在有理性去認識何謂善，東方思想傾向人

內在已有善的根源，唯待人發掘與開發（周佳敏，

2021），而儒家正是此類東方倫理思維的代表。 

儒家倫理核心元素 

儒家倫理思想體系龐大，實難在一文中全盤剖

析，因此本文對焦探討儒家倫理最核心的元素，並以

此來分析個案。構成儒家倫理最核心的兩項元素，主

要是「仁」與「義」（方穎嫻，1996），人如果能實

踐「仁」與「義」，可算是實踐人的本務，如孟子所

云：「居仁由義，大人之事備矣。」（《孟子·盡心上

》），而《孟子》所提及的大人，則是實踐儒家理想

人格者，反之則是小人（高思謙，1983）。其中，

「仁」是儒家倫理最核心的元素，具體表現為「愛

人」，而「愛人」方式又可分消極與積極；消極方

面，即「己所不欲，勿施於人。」（《論語 ·顏淵

》）；積極意義，即行善於人，使人自立，如《論語·

庸也》中所提及的「己欲立而立人，己欲達而達

人。」（方穎嫻，1996；蔡仁厚，1988）。另外，仁

亦可向外推擴、推恩，從愛血緣之親，延伸至愛親情

外之人，即為「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

幼。」（《孟子·梁惠王上》）。 

「義」被視為人與人互動時該遵守的正道，也代

表合宜、適合、正確之意（方穎嫻，1996；曾昭旭，

1983）。論語中，提及「義」有「見義不為，無勇

也。」 （《論語·為政》）、「君子之于天下也，無

適也，無莫也，義之與比。」（《論語·里仁》）、

「君子義以為質。」（《論語·衛靈公》），說明要達

到儒家期待的君子，必須行事合宜，且心中有所方

寸，並以此當成做人處事的原則，孟子「四端說」的

羞惡之心，也強調義的根基，意即人應該憎惡不合理

和不正義的行為（鄧子龍與謝亭亭，2018）。 

「禮」在儒家倫理思想中泛指各類典章制度與行

為的規範（孫震，2021），是實行「仁」與「義」具

體且詳細的規定。「禮」與「仁」、「義」有密切關

係，即「仁」、「義」是「禮」的根源，而「禮」是

發揮「仁」、「義」的具體規範，也就是把「仁」、

「義」按時間、地區與各種情形，妥善地予以實

現 （蔡仁厚，1988）。從儒家各類經典中可發現，儒

家十分重視「禮」，例如《論語·堯曰》篇提及的「不

知禮，無以立也。」、《禮記·曲禮上》篇中的「人有

禮則安，無禮則危。」、《荀子·修身》中的「故人無

禮則不生，事無禮則不成，國家無禮則不寧。」皆表

示禮治的社會秩序是儒家的理想社會，故儒家時常對

各項社會文化予以規範，並提供各項禮儀的依循，從

而維持社會安寧與秩序（高思謙，1983）。 

「智」是聰明智慧的品德，是孟子在「仁、義、

禮」後所擴充的美德，從而構成四德。「仁之實，事

親是也。義之實，從兄是也。智之實，知斯二者弗去

是也。禮之實，節文斯二者是也。」（《孟子·離婁上

》）。孟子認為人天生擁有四德，「仁義禮智，非由

外鑠我也，我固有之也，弗思耳矣。」（《孟子·告子

上》），「智」代表著明辨、善察，因此《論語·子罕

》篇有「知（智）者不惑」之說（方穎嫻，1996；曾

昭旭，198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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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是漢代董仲舒在四德後加入，讓儒家「五

德」正式成形，之後宋代朱熹更認為，信在五德中佔

有核心位置，其認為「信是信實，表裏如一。」而信

有兩種意涵，一為言之有實，即朱子所說「信者，言

之有實也。」；其二，代表言行一致，如朱熹所言

「信是言行相顧之謂。」朱熹進一步提出「若人無

信，則語言無實，何處行得。處家則不可行於行，處

鄉黨則不可行於鄉黨。」更強調人無論在何處，缺乏

「信」都將無法立足（葉保強，2018）。 

儒家五德也為儒家的理想境界「內聖外王」打造

了基礎與指引，在《禮記·大學》中便提到「修身、齊

家、治國、平天下」的道理，即是說當人修養自身品

格與培育智慧後，從而實踐道德，即是儒家理想人格

的「君子」，之後便能夠推己及人，逐步影響更大的

範圍，而達到儒家「內聖外王」的理想境界（李翔

海，2017）。 

除了「儒家五德」與「內聖外王」外，儒家其他

重要概念，還包含「中庸」、「和諧」、「關係」。

《中庸》也是儒家的經典之一，中庸之道即是不偏不

倚、無過與無不及的意思，不但是儒家的思想準則，

而且是中國思想史上重要的思想方法（鄧子龍與謝亭

亭，2018）；「和諧」為儒家所提倡之價值觀，因此

有「和為貴」的觀點，也是中庸治國之道下的結果，

在華人社會中，常聽到從「和諧」所衍生出的概念，

像是「以和為貴」、「和氣生財」、「和而不同」，

或是「和諧社會」。另外，華人社會所說的「關

係」，亦不同於西方的關係概念，是建基於儒學傳統

下的關係，是符合儒家價值觀的人際交流，在西方亦

有獨特的 Guanxi 一詞（鄭伯壎，1995），便是專門描

述「華人式的關係」。在華人社會中，無論是做生

意、政治管理，良好關係皆是成功的必要條件。 

儒學在商業運用 

儒學是最常被運用於商業的東方倫理思想，主要

原因是儒學曾被運用於政治治理，在探討儒商倫理紀

律前，有必要了解過去儒學被運用於商業上的研究，

大致可分以下幾種類型： 

倫理領導力與組織文化 

此類文獻將儒學視為重要的倫理領導力來源，大

致可從澀澤榮一（2010）的《論語與算盤》開始，此

書強調企業家應該兼顧經濟與道德，取代當時流行的

無商不奸、道德與利潤無法融合的觀點，箇中的道德

元素則來自於《論語》思想。王安智（2014）認為即

便商業已全球化，東西方文化逐步融和，但在華人文

化圈中，儒家文化仍然是民眾熟悉的價值，因此儒學

適合企業主當成重要的價值來源。在《論語》中，有

些思想被當成重要的領導力基礎，像是〈為政篇〉中

的「為政以德，譬如北辰，居其所而眾星拱之。」、

〈子路篇〉的「其身正，不令而行。其身不正，雖令

不從。」皆強調領導者修養品德才能領導眾人。 

此外，亦有學者發現儒學可協助企業建構具道德

的組織文化，Ip (2002; 2003) 發現組織的儒家文化，

有助提升員工在職場倫理的表現。樊和平（1995）與 

Hong (2002) 皆認為，儒家文化可讓組織更和諧，展

現更多人文關懷與社會責任。 

管理程序 

此類文獻認為儒學可運用於商業各項程序，例如

羅庚辛（1992）便以管理程序分類為規劃、組織、用

人、領導、控制，並將儒學運用於各環節中，在規劃

方面，孔子認為「人無遠慮，必有近憂」 （《論語·

衛靈公》），闡釋出規劃的重要性；組織方面，「不

在其位，不謀其政」（《論語·憲問》），說明儒家在

分工規劃上，強調人人各司其職的思想；用人方面，

「君子不可小知，而可大受也，小人不可大受，而可

小知也」（《論語·衛靈公》），認為君子可以賦予重

任，並可負責各種不同職務；領導方面，則應「敬事

而信」（《論語·衛靈公》）且「止於至善」 （《大

學·經一章》），領導者要守信，且在工作上盡善盡

美；控制方面，為確保計畫能有效管控執行，孔子認

為「過而不改，是謂過矣」（《論語·衛靈公》），強

調改過的重要性，而「日省月試，既稟稱事，所以勸

百工也」（《中庸·經一章》），是孔子對工匠要日省

月試的期許，經常考察，對工作能達到良好的控制。

此外，李樑堅（2017）將論語思想運用在人力資源管

理、行銷管理、領導、企業文化、成本管理等面向。 

此類文獻，對於將儒學融於管理程序有所貢獻，

但亦有學者認為，此類文獻算是一種假設性運用方

式，仍需要經由實證的案例來檢證 (Liu, 2020)。另

外，朱建民（1994）也提出，這類將儒學經由詮釋運

用於管理的方式，容易落入聯想力的自由發揮，而出

現許多任意比附的解釋，例如將「不患人之不己知，

患不知人也」意思詮釋為：不要讓商場的對手知道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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己的情形，而要設法了解對手的情形。因此，此類文

獻須留意過度詮釋與缺乏驗證的問題。 

儒家的負面觀點 

除了上述分類外，關於儒學在商業上的運用，也

有學者提出較為負面的看法，像是黃文雄（2013）認

為儒學為一種帝王統治術與倫理緊箍咒，因大部分中

國歷史上的帝王，是經由武力攻下對手而上位，而儒

學協助他們營造「有德者受天命」的假象。另外，帝

王也經由灌輸庶民儒學，強調被管理者需要服從統治

者，社會才能保持和諧的前提下，統治者便擁有支配

的權力。這樣的觀點，在商業應用上，呼應了葉保強

與何順文（2020：238-242）提及的「威權主義」

(Authoritarianism)，認為儒家造成組織的上尊下卑、論

資排輩的風氣，造成階級不公平的結果，及領導者一

言堂的現象。葉保強與何順文（2020：240）進一步提

及，儒家文化容易落入以人情主導的關係取向，像是

華人對於家人的信任遠勝於外人，因此華人只有「家

天下」而沒有「公天下」。再者，儒家所強調的家族

主義，認為個人應為家庭犧牲，因此在華人企業中，

員工經常遷就組織而自我壓抑，逐步形成合眾或趨同 

(Conformist) 而使員工失去獨立自主的個性。社會學

家 Weber (1930) 也認為，儒學特性是為了保持社會穩

定，不鼓勵相異觀點，因此儒學有妨礙創新之疑。 

其它負面的觀點，像是《論語·陽貨》中提及：

「唯女子與小人難養也，近之則不孫，遠之則怨。」

儒學被認為是組織在性別差別對待的因素之一 (Woods 

& Lamond, 2011)。此外，Cheung and King (2004) 認

為在「義先於利」原則下，企業在競爭激烈的環境中

將難以引領先機，類似的觀點，像是明代有「仁義禮

智信，五賊也」、「五者有其一，則窮鬼隨之

矣」（趙世顯，《芝莆叢談》，卷三）的看法。另

外，由於儒商須維護各利害關係人的良好關係來達到

和諧狀態，因此相較其他企業來說，較需有耐心地等

待成長，而這有違重視效率追求的商業環境  (Liu, 

2020; Tsai et al., 2011)。 

這類文獻也提醒我們沒有任何一種倫理哲學是完

美的，即便影響西方深遠的效益論與義務論也常引起

學者批評。此外，研究者也須留意是否將所有傳統問

題皆歸於儒家，只因儒家是華人倫理的主流，或當批

判儒家負面觀點時，沒有依據原始儒家經典的本意，

而引用了被曲解的儒學。 

倫理紀律與公司治理 

自美國爆發如安隆、世界通訊、默克藥廠等一連

串財務掏空弊案醜聞，世界各國之學術與實務圈掀起

了探究公司治理的風潮（鄭國鴻與吳成豐，2006）。

現今公司治理不僅是學術界熱門的研究顯學，也是企

業普遍重視而競相採行的管理制度，並發展成一學門 

(Discipline)，其累積文獻車載斗量，所關注範圍頗為

廣泛。從法律學、經濟學、財務學、會計學、甚至文

化學與社會學等多元理論角度，來探討單一企業組織

運作，及其所涉及各種利害關係人 (Stakeholders) 間

的互動（丁志達，2013）。不同學門的立論，對公司

治理各有不同觀點，例如，從法律觀點，認為公司治

理應透過法律制衡來設計控管；從經濟觀點，主張公

司治理應使經濟價值極大化；從財務觀點，則強調公

司治理應保障公司資金提供者應有的權益（陳勁甫與

許金田，2016）。 

由於公司治理範疇涉及多面向角度，很難一概而

盡，而國內外組織，像是經濟合作暨發展組織 

(OECD, 2015)、世界銀行 (World Bank, 2016)、台灣金

融監督管理委員會證券期貨局（2020），皆曾發表對

公司治理的定義及架構，如公司治理 3.0-永續發展藍

圖。雖然表述不同，但大致可以獲得一個有共識的定

義，即企業投資者和利害關係人都應得到合理且公平

的對待，以確保投資人對其之信任。而公司治理優異

的企業，在國際上能取得較多的資金，且強化其長期

競爭力（張振山，2020；台灣金融監督管理委員會證

券期貨局，2020）。綜合上述，公司治理的具體作

為，可包含強調董事會責任、確保股東利益、重視利

害關係人權利、強化資訊揭露與透明度、接軌國際規

範，從而追求企業永續發展（台灣金融監督管理委員

會證券期貨局，2020；張振山，2020；葉銀華，

2015；鄭國鴻與吳成豐，2006；OECD, 2015）。 

如以微觀視角解構公司治理內涵，實包含經濟意

義（陳松山等人，2015；陳勁甫與許金田，2016）、

社會意義（顧立雄，2019）與管理意義（陳勁甫與許

金田，2016；曾炳霖，2002），亦即公司治理應包含

一套內外部指導和監督機制，藉以落實企業經營者的

責任，並保障股東合法權益，及兼顧員工、顧客、供

應商、債權人等利害關係人利益，所涵蓋的法律規

範、價值創造、管理監控與倫理內涵等紀律範疇，能

衍生出一連串公司的文化、政策、程序與授權之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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度。更具體地說，公司治理必須與法律、商業道德、

會計準則、公司政策等紀律準則相互配合，以防治組

織任何可能舞弊的情況（陳勁甫與許金田，2016；顧

立雄，2019）。 

由於商業行為涉及重大利益，為此須建立一個明

確的守則規範，使行為有所依據，而倫理紀律就是要

建立行為須有倫理依據的道德態度規範  (Ferrell, 

Fraedrich, & Ferrell, 2019)。倫理紀律往往比法律或法

規的約束更為寬廣，使得公司經營和財務行為受到更

多約束（鄭國鴻與吳成豐，2006）。Kjonstad and 

Willmott (1995) 提出基於「倫理基礎的倫理規範」 

(Ethics Based upon Codes of Conduct)，便是一種基於行

為準則的道德紀律，又稱為「限制性道德紀律」

(Restrictive Ethics)，其主導並塑造了有關商業道德規

範。Benson (1989) 則將倫理規範歸納為十項紀律準

則，包括公司與員工的關係、員工間倫理關係、預警

制度、公司對環境的影響、商業賄賂、內部資訊、利

益衝突、會計、消費者關係及政治活動與捐款等，呼

應了企業倫理所涵蓋的範疇，即勞資倫理、職場倫

理、吹哨人制度、環境倫理、舞弊防治、內線交易防

範、利益衝突、內控機制、服務倫理及社會責任（丁

志達，2013；陳勁甫與許金田，2016）。 

公司治理依賴長期經營活動中所形成共同倫理價

值觀，以塑造良好的企業倫理文化才能實踐 (Benson, 

1989; Kjonstad & Willmott, 1995)。好的企業治理形

象，有利於促進現有產品銷售，更有利於新產品佔領

市場，並獲得社會各界支持，是企業生存發展重要條

件。企業倫理紀律，能調整企業內外部人與人間的互

動關係，在經營作風、價值觀念、道德情操上，幫助

企業樹立良好的治理形象 (Ferrell et al., 2019)。 

本研究以「利害關係人」觀點為基礎，來定義公

司治理的範疇。此觀點結合組織管理與倫理紀律，認

為公司經營者除了股東利益外，也需要考量並平衡各

利害關係人間權益的道德責任 (Freeman, 1984)。而公

司治理的內容，不僅涉及公司管理階層與股東間相互

制衡，也包括與其他利害關係人的制衡。過往文獻已

討論公司治理與倫理紀律的關係 (Garegnani, Merlotti, 

& Russo, 2015; Rodriguez-Dominguez, Gallego-Alvarez, 

& Garcia-Sanchez, 2009)，然以儒學建構企業的倫理紀

律，進而應用於公司治理之實證研究仍缺乏，故本文

試圖透過對當代儒商個案的觀察，來填補此一研究缺

口。 

研究方法 

質化研究主要目的在歸納某種特有現象，通過不

同案例分析，提供豐富的描述並能促進發現，從中歸

納出一種可依循的邏輯（蕭瑞麟，2006；Kidd, 2002; 

Patton, 2002; Yin, 1981），而本研究旨在探討儒學建構

企業的倫理紀律，進而應用於公司治理之實踐，有鑑

於現代儒商的稀少性與資料獲取不易，因而採用質性

研究之個案研究方法 (Yin, 2003)。 

本研究個案企業之選取，可分為三個層次的篩選

標準，第一層是先從過去文獻中（包含學術研究、相

關獎項與書籍）挑選出目標個案；再依據共同作者第

二層所討論的篩選標準，包含：(1) 儒學必須至少納

入個案公司之管理十年，避免因融入儒家的時間不

足，而難以全面觀察其影響力；(2) 儒學必須納入個

案公司商業慣例與公司治理中；(3) 個案企業應由公

正的第三方或學術觀察員進行評估，以加強客觀性並

避免選擇偏見；(4) 個案企業經營在同業具指標性，

可供做模範參考；(5) 個案企業須同意配合本研究，

並提供本研究所需相關研究資料。最後，第三層邀請

在此研究議題的二位外部專家，提供評估個案的選擇

是否具代表性。在經由三個層次的篩選，最後確認為

表 1 的王品集團（後續以王品簡稱）與信義企業集

團（後續以信義簡稱）為本研究的觀察個案。 

表 1  研究個案的基本資訊 

王品集團 

王品於 1993 年在台灣成立，當時是由一家牛排館

起家，後續透過多品牌之全球經營策略布局，目前

已創立超過 30 個餐飲品牌，餐廳經營發展跨足包

括牛排料理、日式鍋物、鐵板燒、日本料理、燒烤

料理、日式豬排、蔬食料理、炸牛排…等，每年來

客量超過 2,300 萬人，現為台灣上市的餐飲集團。 

信義企業集團 

信義於 1981 年在台灣成立，當初一間小型的房仲

公司，後來整合了上、中、下游產業，實現多元經

營，並將業務擴展到中國大陸與日本，目前服務項

目包含房屋買賣仲介、房屋租賃仲介、不動產諮詢

服務、大型個案企劃銷售、預售屋企劃銷售、建築

投資興建、海外不動產投資，目前是台灣唯一上市

的房仲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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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於挑選出來的企業有兩家，因此本研究採雙個

案研究設計，除了能保留單一個案的深度外，雙重個

案還可從兩個相互確認的獨立案例比較並得出結論，

以獲取更具說服力的證據  (Creswell, 2009; Yin, 

2003)。在雙案例研究中，本研究所選的案例之環境背

景並不相同，為此，研究結果若針對各案例得出相似

結論，則結論將能得到更廣泛的應用意義 (Creswell, 

2009; Yin, 2003)。由於本研究係以利害關係人觀點為

基礎，作者也訪談了內部與外部的利害關係人，為讓

個案研究獲得更深入與豐富訊息，資料訊息不限於單

項數據來源 (Dyer & Wilkins, 1991; Gross, Giacquinta, 

& Bernstein, 1971)，包括觀察 (Yin, 2003)、訪談（請

參見表 2 之樣本訪談對象與時程表）、會議記錄、書

籍、視頻與線上資源（如企業年報、財報、企業社會

責任報告書），以及台灣證券交易所評比的公司治理

評鑑資訊（台灣證券交易所公司治理中心，2021）。 

表 2  樣本訪談對象與時程表 

 姓名* 組織職稱 服務年資** 訪談方式 日期 時間（分鐘）

王品集團 

J.H. 副總經理 11 年 電訪 2021.02.17/2021.08.11 100 

S.S. 處長 13 年 電訪 2021.02.18/2021.08.12 110 

R.L. 顧問 8 年 電訪 2021.01.07/2021.08.09 90 

S.C. 顧問 6 年 電訪 2021.01.11/2021.08.11 90 

P.H. 分店員工 1.5 年 電訪 2021.08.12 45 

M.C. 分店員工 5 年 電訪 2021.08.12 50 

J.L. 分店員工 2 年 電訪 2021.08.13 40 

J.H. 分店員工 4 年 電訪 2021.08.13 50 

S.L. 供應商 - 電訪 2021.11.24 45 

V.W. 供應商 - 電訪 2.21.11.26 30 

P.H. 股東 - 面訪 2021.11.08 30 

S.H. 股東 - 面訪 2021.11.10 30 

信義企業

集團 

Y. H. 經理 9 年 面訪 2021.04.01 60 

B.Y. 倫理長 7 年 面訪 2021.04.07 65 

H.H. 經理 30 年 面訪 2021.04.15 60 

H.X. 副總經理 25 年 面訪 2021.04.13 65 

T.C. 員工 5 年 視訊訪談 2021.08.11 50 

S.L. 員工 7 年 視訊訪談 2021.08.11 50 

K.C. 員工 2 年 視訊訪談 2021.08.11 50 

M.C. 員工 29 年 電訪 2021.08.13 60 

C.C. 離職員工 - 電訪 2021.08.15 50 

P.S. 離職員工 - 電訪 2021.12.02 30 

I.S. 同業員工 - 電訪 2021.12.02 30 

G.S. 同業員工 - 電訪 2021.12.02 30 

總計 受訪人數 24 人 訪談時間 1,310 分鐘 

*考量個資與受訪者要求匿名，訪談對象皆以姓氏加名字簡稱代表； 
**代表訪談對象在公司的年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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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研究主軸為儒學構建公司的倫理紀律，進而應

用於公司治理實踐，研究者也依此設計出半結構式訪

談問題，研究過程中，研究者會針對受訪者在此過程

中提供的回應來添加或刪除問題，以獲得更豐富周延

的信息 (Rubin & Rubin, 1995)。研究訪談對象，包含

高層主管、公司員工、外部利害關係人，避免只有高

層與內部資訊，並蒐集兩公司的二手資料，並經由

「三角定錨法」(Triangulation) 的驗證，來確保信息的

正確性 (Patton, 2002)。在個案呈現上，也避免置入主

觀的價值性判斷，以保持內容呈現的客觀性。而資料

分析的邏輯推導步驟為： 

個案資料蒐集：為深入了解個案相關資料，本研

究的資料蒐集來源，除相關次級資料的文獻來源外，

並與這兩家個案公司之相關高階經營者與員工面訪、

電訪與視訊訪談（因 covid-19 疫情所選擇的權變作

法），包括副總經理二位、處長一位、經理二位、倫

理長一位、顧問二位，後續訪談八位在職員工；外部

利害關係人有顧問二位，供應商二位、外部股東二

位，二位離職員工，與二位同業員工。兩家個案公司

受訪者總計二十四位，訪談日期從 2021 年四月開始到

2021 年十二月，共計九個月的時間，共計訪談 1,310

分鐘，幾乎所有的採訪都被錄音與錄影，並逐字轉

錄，最後進行不同資料來源的彙整與交叉分析。同

時，對於欠缺必要的二手文獻，本研究也聯繫與採訪

了與這些公司有關的人員，以解決信息缺失問題 (Yin, 

2003)。 

研究程序首先針對高層主管訪談，訪談問題包

括：(1) 公司為何要採用儒家思維來形塑公司文化？ 

(2) 最常使用的儒家元素有哪些？為什麼？(3) 由儒家

元素所發展出的倫理紀律有哪些？(4) 在導入儒家過

程中，較常會遇到的挑戰有哪些？ 

在訪談完高層主管後，對兩家企業的倫理紀律與

公司治理有了基礎輪廓後，接著針對企業員工訪談，

除驗證高層主管資訊外，亦能補充新的訊息。訪談問

題包括：(1) 您對於公司文化哪個部分感受最深？這

些部分跟儒學有無關係？(2) 公司在教育訓練上，會

提及有關「王品憲法」（王品專用） /「先義後

利」（信義專用）嗎？ 如有的話，公司如何傳遞「王

品憲法」/「先義後利」？(3) 您覺得公司所強調的

「以人為本」的價值，哪些部分的具體展現讓您感受

最深？(4) 您覺得公司所強調的「把員工視為家人」

的價值，哪些部分的具體展現讓您感受最深？ 

最後，本研究亦增補外部利害關係人的資訊驗

證，主要方式是提供兩家個案企業的社會責任報告

書（王品集團，2020；信義企業集團，2020）中，外

部利害關係人之章節（例如，對象如為供應商，則反

應在供應商章節內容）予以驗證，記錄其對於本研究

所建構兩家個案資訊的觀點與看法，並將更豐富周延

的驗證信息，反應在本文中。 

個案建構方式：作者在訪談後整理逐字稿，並經

由反覆閱讀逐字稿，辨識受訪者時常提及與儒學有關

的倫理紀律資訊，從而將「逐字稿」轉化為「意義單

元」(meaningful units)，並予以重組，將各項資訊依不

同利害關係人視角分類，最終依利害關係人架構，發

展出兩家公司的個案 (Dutton, Worline, Frost, & Lilius, 

2006; Yin, 2003)，而個案呈現也輔以企業的具體實踐

予以佐證。建構個案過程，則參照質性研究鑑定標準 

(Golden-Biddle & Locke, 1993)，包含訪談者的說法在

真實性上是經過驗證的真實度 (authentically)；避免個

案 在 詮 釋 上 太 突 兀 ， 以 及 過 度 渲 染 的 可 信 度 

(plausibility)；從個案中省思過往對儒商既定觀點的批

判度 (critically)。經由上述程序，讓訪談資訊從「受

訪者文本」發展為個案的「研究者文本」。 

個案分析：作者就個案公司採行的儒學所建制的

倫理紀律，反應在公司治理構面具體實踐的觀察。接

續以兩家企業所展現的公司治理內涵共同點，包括法

律規範、價值創造、管理監督與倫理內涵四方面，緊

扣其儒學所建置的倫理紀律，發展出更具體的說明。

最後，在討論與結論中，也將研究發現的部分，再與

過往的儒商研究進行對話，從而經由個案企業來測試

之前的文獻外，亦能從中擴充過往對儒商的研究。 

進路特色：經由上述研究方法的描述與開展，也

體現本文在研究方法的特色。由於儒家思想更強調生

活上的實踐與品格的涵養，較多是以提點方式呈現義

理，例如「仁」在論語中共出現 109 次且散布於各章

節中（孫震，2018），針對不同弟子與情境，孔子對

於「仁」而有不同提點。由於東方倫理不同於西方所

採用的邏輯分析態度探討倫理，以建立知識系統方式

建構倫理學，造成在研究方法上的挑戰，這可體現在

先前的儒商研究上，例如不少儒商研究會擷取論語各

章節中的某段語句，用以支持儒商在管理上的某項特

質，雖然最終亦能辨識出儒商特色，但較易在研究方

法缺乏系統性與結構性。有鑑於此，本文在研究進路

上，則是扣緊儒學核心元素─儒家五德「仁、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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禮、智、信」出發，由此設計個案研究中的訪談問

題、詮釋訪談成果，用以更具有系統性與結構性地探

究現代儒商。 

個案研究 

案例一：王品集團  

王品集團創辦人戴勝益早在高中時期就熱愛《論

語》，並將它背得滾瓜爛熟。之後在坎坷的創業過程

中，透過再讀《論語》給予他經營上的不同體悟。

2012 年 2 月 2 日王品上市前的法人說明會，選擇在台

北「孔子廟」舉行，戴勝益將該法說會的主題訂為

「半部《論語》創王品」。當年 3 月 6 日，王品正式

掛牌上市當天，創辦人在掛牌典禮上，贈予證交所一

本放在餐盤裡的《論語》做為禮物。來自公司資深員

工這樣解釋：王品幾乎所有的規章制度和法律都出自

《論語》。後來，每當公司在經營中遇到困難，公司

就會翻出《論語》來尋找解決辦法；王品的一切都依

法《論語》來作為王品的經營策略和規劃，《論語》

是王品的「建國方略」（王品，R.L. & S.C.，電

訪）。 

王品對於利害關係人的倫理紀律 

對於員工 

「仁」，是儒家的重要道德標準。王品以儒學做

為經營服務的法則，強調以儒學來經營事業，做生意

要講求德行，以「仁」為立業之本，即「內求仁心」

與「親親而仁民，仁民而愛物」（《孟子·盡心上》）

的理念，以仁愛之心對待員工，打造公司祥和的勞資

關係。「仁者愛人」 《孟子·離婁下》、「己欲立而

立人，己欲達而達人。能近取譬，可謂仁之方也已」 

《論語·雍也》，公司要求員工以血親為親，時刻關注

增強員工凝聚力，讓員工對於大家庭有強烈的使命

感，願意努力為這個大家庭創造價值。從「同仁是家

人」的文化核心價值出發，視人才為永續經營的重要

資產，把同仁當成自己家人一樣尊重與重視，就像一

個家庭中的每位成員皆具舉足輕重。 

員工若因公或因私喪失部分或全部工作能力者，公司

都會透過基金，每月發予一定金額安養費給該員工，

直至其恢復工作能力為止，倘若他終生無法再工作，

也仍會受到妥善照顧，安養費會發至過世。這是公司

一直要經營的員工幸福職場 （王品，S.C.，電訪）。 

公司的主管差旅支出都是完全自付，他們不申報費

用，所省下來的成本，會回饋給同仁（王品，J.L.，

電訪）。 

主管會自掏腰包請表現優異服務生去高級餐廳吃飯， 

順便對他們機會教育服務態度（王品，P.H.，電訪）。 

儒家以「修身」為本。子曰：「子帥以正，孰敢

不正？」（《論語·顏淵》）。王品強調必先正老闆，

才能正主管，主管正，才能正員工。基層員工違法亂

紀，公司損失有限，高層主管貪瀆枉法，公司卻會倒

閉的。在「仁本」的前提下，仍有內控機制與員工的

行為準則，強調先做人，再做生意。王品有 9 條「王

品憲法」（創辦人時代，原始為 11 條憲法）、28 條

「龜毛家族」，白紙黑字寫下規定，杜絕不良社會風

氣，樹立獨特的企業文化，形成嚴苛的進入門檻，認

同的人再加入，新進人員都要有心理準備，執行嚴格

的賞罰獎懲，強化與內化同仁的紀律信念。 

公司有非常嚴格的遲到罰則，強調一切品行都是從守

時開始，遲到每分鐘罰 100 元（王品，J.L., M.C.，電

訪）。 

公司內同仁的五等親親戚禁止進入公司任職，連董事

長的小孩也不例外（王品，S.C.，電訪）。 

規定「五不」來規範公司管理層：不作股票、不搞政

治、不官商勾結、不作業外投資、不借貸經營。在公

司員工不能談論股票，購買公司股票，也規定不能進

行短線操作，員工手上的持股必須一年以後才能交

易（王品，J.H.，電訪）。 

公司內杜絕「馬屁文化」，過年時不用向主管拜年；

主管決不得向下屬進行借貸（王品，S.C.，電訪）。 

對於顧客 

儒家強調「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

幼」，從愛血緣之親，延伸至愛親情外之人。從愛員

工，推及到非血緣之親的他人，他人就是指王品的顧

客。顧客是恩人，要用最「熱忱」的心來「款待」顧

客。透過對顧客的細心觀察，公司有非常清楚嚴格的

SOP，為的就是要求員工在基本紀律下，提供特殊貼

心的客製化服務。王品因顧客而生存，有了顧客，才

能永續經營，顧客能光臨，是王品莫大恩惠，所以公

司要求對顧客要心存感恩、心懷感謝、善解寬容。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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於顧客，要提供賓至如歸的服務。 

此外，儒家強調的信實如一（葉保強，2018），

「言忠信，行篤敬」《論語·衛靈公》，說話忠實誠

信，行為篤厚敬慎，讓王品將「誠信」信念內化在鞏

固其對消費者的服務形象與可信度上。王品以「誠

實、群力、敏捷、創新」為企業經營理念，其中「誠

實」是王品核心價值觀的第一要素，要為顧客提供安

心良食。2014 年王品將「食品安全部」獨立成為單一

部門，旗下設有「食安調研中心」與「食品加工

廠」，為顧客提升王品食品安全的控管體系。王品是

目前台灣唯一同時取得「ISO 17025 實驗室管理系統

認證」、「ISO 22000 食品安全管理系統驗證」的餐

飲公司。2020 年新冠肺炎在台爆發之初，王品憑著對

餐飲的敏感度，在第一時間即由數十位一級主管成立

防疫小組，推動「安心專案」，穩定消費者信心。 

公司高層會親自檢視每一通來自客服專線的抱怨內

容（王品，M.C.，電訪）。 

疫情期間，我們開始有外帶外送服務，公司仍強調要

提供顧客餐點多樣化、包裝安心吃、美味送到家的三

堅持（王品，J.L.，電訪）。 

疫情期間，公司集團對於重食品安全更加重視，強調

只要食材檢查沒符合標準，立即與我們供應商解除合

作關係（王品，S.L.，面訪）。 

對於股東 

儒家講求「君子務本」（《論語·學而》），王品

以此來對所有股東宣示，強調公司會專注本業，並以

「經營績效、風險控管、公司治理、誠信經營、企業

形象」，為股東創造更高價值，讓股東覺得值得擁有

股票的滿意境界。「君子義以為質，禮以行之」《論

語·衛靈公》，「王品憲法」清楚載明，公司奉行「顧

客第一、同仁第二、股東第三」準則。公司存續靠顧

客願意登門消費，「衣食父母」自然擺在最前頭；同

仁齊心努力，創造業績，公司才能經營下去；股東第

三，代表「飲水思源」他們的護持。對股東負責在專

注本業與永續治理之誠信經營上，共有十則尊「禮」

的倫理守則及紀律準則，包括「王品憲法」、「龜毛

條款」、「同仁守則」、「社會責任實務守則」、

「公司治理實務守則」、「誠信經營作業程序及行為

指南」、「誠信經營守則」、「道德行為準則」、

「防範內線交易管理辦法」、「誠實政策」。 

王品專注本業，嚴守餐飲經營規範，以長期穩健的經

營績效，來回饋長線股東，而不是操縱股價漲跌，來

吸引短線股東（王品，S.H.，面訪）。 

對於供應商 

「義」與「誠」是儒家倫理的重要範疇之一。

「信近於義，言可復也」《論語·學而》，「以義相

交」與「誠信無欺」是王品在市場經營的價值觀。王

品的經營理念強調廠商是「貴人」，所以是以「尊

重」的態度在面對廠商。王品廣義的供應商包括房

東，透過供應商的相助，擴大了營運的能量。在與供

應商互信互賴，彼此相互扶植、共同成長、共創榮景

與財富，從採購政策（包含食材溯源）、供應商管

理、供應商環境評估，強調的就是「誠信」，積極尋

找共同在食品安全與環境維護上努力的合作夥伴，為

共創台灣最嚴格與值得信任的餐飲環境。 

對於新供應商，王品均要求其同意公司的「誠實

政策」，除納入合作合約的規範外，每年也會對所有

供應商重新宣導，只希冀他們確實是以遵行王品的道

德標準及文化的承諾往來。在每年定期供應商年會

中，除宣導從業道德規範外，也會聽取他們對於公司

從業道德之意見，以確實了解是否有違反誠信正直的

行為發生。 

王品對我們供應商的食材溯源審查，可說是具嚴重強

迫症等級。在開發檢核階段，就會對我們進行供貨環

境的評估，包含：廚餘、回收垃圾、廢食用油、廢水

等廢棄物是否都有符合規定的處理機制，也會要求我

們要誠實揭露過往曾違反的事蹟與改善方式，就是避

免會與對有環境重大威脅的供應商進行交易，或是嚴

格要求我們完成改善後才能他們合作（王品，V.W.，

電訪）。 

公司訂下「公司不得與員工的親戚做買賣交易或業務

來往」的規範，如果發生誤向親戚採購情況，就必須

由當事人給付貨款（王品，J.H.，電訪）。 

對於社會（社區） 

《論語·里仁》篇中，子曰：「里仁為美；擇不處

仁，焉得知！」中，王品長期以來，秉承「取之於社

會，用之於社會」的理念，積極投入社會貢獻和慈善

事業，具體實踐在敦親睦鄰與守望相助。王品持續推

行「一品牌一公益」的理念，藉由集團的通路優勢，

整合營運與行銷資源，發揮社會影響力，落實企業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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會責任。 

「聚北海道鍋物」與「家扶基金會」有合作旅行收納

組義賣活動，「陶板屋」是以「家」作為品牌訴求，

從 2014 年起有連續六年與「Teach for Taiwan (TFT) 

為台灣而教協會」1合作，是為號召大家響應為師資培

育基金，一起幫忙拉拔孩子長大（王品，S.C.，電

訪）。 

對於環境 

中庸之道是儒家的思想準則（鄧子龍與謝亭亭，

2018），《中庸》：「萬物並育而不相害，道並行而

不相悖，小德川流，大德敦化，此天地之所以為大

也。」人文與自然兩相輝映，充分呈現儒家之人文世

界與自然萬物交會相融的倫理觀。所以，為了負起友

好環境的企業社會責任，王品積極與綠色製造廠商致

力在「綠能永續，循環再生」上，建立優質且安全的

綠色供應鏈，強迫供應廠商的綠色製程創新。採購政

策始終致力於完善綠色供應鏈管理、採購流程的優化

與整合、採購績效管理、綠色採購和可追溯採購，力

圖為集團建立優質安全的供應鏈，為消費者提供更優

質的餐飲體驗，建立可持續的競爭優勢。 

公司自 2016 年就開始推廣在地食材認證溯源餐

廳 （王品，R.L.，電訪）。 

為減少 CO2 排放量，公司努力在廢棄物循環再利用。

2020 年我們持續使用可分解環保袋、可分解外帶餐

具（王品，S.S, 電訪）。 

案例二：信義企業集團 

信義房屋創辦人周俊吉除了自身喜愛儒學外，深

感服務業的成功，必須建基於人跟人之間的互信關

係，因此同仁合宜對待不同利害關係人便顯得非常重

要。不同於製造業，公司生產優質產品；服務業則強

調員工品德的形塑，而儒學也是華人形塑品德的根

基，因此將儒學元素融入於公司文化中，並以「儒家

五德」為基礎打造信義的價值，即仁—心中有別人、

以人為本；義—該做的事；禮—可行制度；智—明辨

是非；信—說到做到。創立了 70 字的立業宗旨：「吾

等願藉專業知識、群體力量以服務社會大眾，促進房

地產交易之安全、迅速與合理，並提供良好環境使同

仁獲得就業之安全與成長，而以適當利潤維持企業之

 
1 全台第一個專為解決台灣偏鄉教師高流動率問題的協會。 

生存與發展。」 

周俊吉在信義也設置了倫理長一職，主要工作內

容用以形塑公司的倫理理念。另外，公司也設置「全

面 倫 理 管 理 委 員 會 」 (Total Ethical Management 

Committee)，由高階管理層 (C Suites) 組成，列出顧

客、員工、股東、社會、環境等五大關係人2，確保公

司各項決策有符合「五德」、「先義後利」、「以人

為本」的基礎。並評估公司的決策是否增進利害關係

人的價值，及是否有損及五大關係人；如果有損及，

便需要退回修改。 

公司會經由書籍、教育訓練與每個月的月會，不斷強

調公司幾個核心經營理念，像是先義後利、以人為本

給公司幕僚（信義，S.L.，視訊訪談）。 

公司會讓各單位提案，如有提案是追求客戶權益，但

損及其他利害關係人，我們便會退回（信義，H.X.，

面訪）。 

信義對於利害關係人的倫理紀律 

對於顧客 

信義對利害關係人秉持「先義後利」原則，「富

與貴，是人之所欲也；不以其道得之，不處也。貧與

賤，是人之所惡也；不以其道得之，不去也」《論語

‧里仁》。無疑地，這些話都肯定了財貨和地位上的

利得，但必須以合乎「義」為前提條件，信義對於顧

客亦基於此基礎。台灣早期房仲市場充斥資訊不平

等，對顧客來說極為不公平。有鑑於此，信義於 1989

年開始推動「不動產說明書」，將產權調查和物件本

身的狀況、環境資料寫進說明書中，以滿足顧客知的

權益。後續，政府也將房仲業必須制訂「不動產說明

書」納入「不動產經紀業管理條例」的法規中。 

公司對於顧客知的權益，提出有關的保證，例如「履

約保證制度」、「漏水保固」、「高氯離子混凝土建

築物  海砂屋保障」與「高放射性污染建築物（俗稱

輻射屋）保障」及「凶宅安心保障」等保障，落實這

些應做的行為，從而跟顧客建立信任（信義，Y.H.，

面訪）。 

公司出的產權報告書，一直是業內最嚴格的，仔細到

 
2 近年信義因投入開發事業，亦將供應商納入為第六類關係

人。本文因探討儒學對於利害關係人長期影響，因此並未

將近期的供應商納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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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時屋主都拜託我們能不能不要寫、不要說，但我們

會跟屋主說，誠實的成交日後才不會產生糾紛（信

義，T.C.，視訊訪談）。 

對於員工 

儒家待人之道秉持「己所不欲，勿施於人」《論

語‧顏淵》與「己欲立而立人，己欲達而達人。」

《論語·雍也》前者為消極的「仁道」，表示一種設身

處地與體諒對方的態度，後者則是積極的成就對方，

促進彼此的發展。信義希望在「仁道」基礎上，將員

工當成家人般照顧，有感於新鮮人求職的不易與低

薪，在 2015 年推動「菜鳥開大絕」，讓新人在屆滿

30 天時執行「離開選擇權」，額外領取另一筆 5 萬元

轉職金，即便選擇不留在公司，也都可善加利用此資

源，找到屬於自己的方向，用以調和社會上勞資對立

的衝突。公司的「開班不開除」制度，即是同仁業績

表現不好時，不會予以開除，而是經由課程協助員工

成長。另外，女性在職場也是相對弱勢的族群，特別

是懷孕的女性，有感於台灣低生育率高居全球之冠，

許多員工因經濟壓力與休假問題而不敢生育，信義在

2013 年實施「生育第二胎獎勵措施」，在當時提供全

國最高的第二胎 12 萬元生育補助，並讓留職停薪期限

屆滿時亦可順利申請復職。 

公司在員工福利方面，不同於一般企業在傳統三節獎

金只發放現金或禮券，信義提出信福幣的概念，員工

可以選擇不同的福利方案，像是旅遊、進修，而如果

選擇與健康有關的方案，信福幣價值則可以加倍。此

外，公司的尾牙，員工也都能攜帶家人一起參與（信

義，T.C.，視訊訪談）。 

公司採用學長（學姊）/學弟（學妹）制，學長（學

姊）不只有專業上的指導，也會將多自身經驗傳承給

後輩及適度關懷（信義，M.C.，視訊訪談）。 

同仁的晉升典禮，也都會邀請同仁家人來觀禮，共享

同仁在人生中的重要時刻（信義，Chang，視訊訪

談）。 

公司在冬季時，也會提供制服外套給業務同仁，也讓

同仁覺得有被視為家人對待的感受（信義，K. Chen，

視訊訪談）。 

此外，信義也重視員工對於「義」的實踐，基於

「君子愛財，取之有道」，鼓勵同仁能成為儒家道德

理想中的君子一般，因此信義從 2000 年便設置「信義

君子」選拔來獎勵同仁，挑選標準是品德最佳的員

工，而非業績最佳的員工。 

公司規定學弟 /學妹無須向學長 /學姊送禮（信義，

K.C.，視訊訪談）。 

公司規範同仁不賺價差、不索回扣、不收紅包、不做

投機客生意（信義，B.Y.，面訪）。  

對於股東 

儒家強調君王必須依靠賢臣治理天下，強調「尊

賢」的重要，賢臣也應對於領導者提出「練行言

聽」。因此在公司治理方面，從 2007 開始增聘獨立董

事，人數超過全體董事席次三分之一，同年成立審計

委員會，2010 年成立薪酬委員會，由專業背景的獨立

董事組成，用以監督公司，2013 年獨立董事超過全體

董事席次二分之一，2015 年獨董任期有所限制，2019

年增聘女性獨董，且優於法令規定，將董事個別薪酬

揭露於年報，並強化內線交易之防範。另外，信義也

設置「全面倫理管理委員會」，由各部門高階主管組

成，由倫理長依據各單位工作職掌及範疇督導誠信經

營之相關事宜，確保誠信經營守則之落實。 

公司從 2007 開始增聘獨立董事，人數超過董事會成員

的三分之一，也在同年成立審計委員會，由專業背景

的獨立董事組成，用以監督公司（信義，B.Y.，面

訪）。 

公司訂有「董事會績效評估辦法」並揭露於投資人關

係網站，每年定期進行董事會績效內部評估至少一

次，於董事會會議中報告並提出精進方向，至少每 3

年需委由外部專業獨立機構對董事會進行績效評估，

並將評估結果提報董事會（信義，B.Y.，面訪）。 

對於社會（社區） 

儒家強調「內聖外王」的精神，即是修養自身品

德後能對社會有所貢獻。台灣社會因政治因素而有所

分裂，科技加速人與人之間的疏離，基於《論語‧里

仁》中「里仁為美；擇不處仁，焉得知！」的思想，

信義於 2014 年開始推動「社區一家」計畫，長年（進

入第十七年）採取公益的方式補助社區計畫。只要計

畫目標能促進社區凝聚力，信義邀請評審審查計畫後

予以補助，為了避免外界質疑此項社會公益的動機，

信義不介入所聘外部評審之評審過程。另外，公司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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鼓勵同仁走入社區、服務社區，即使這些不會讓同仁

馬上得到業績，但公司相信累計的信任感對同仁的未

來都是助力。 

在社區服務上，信義也深入到眷村改建的國宅，協助

許多高齡超過 75 歲的長者進行居家清潔，也用以編織

社區的互助網，或是有同仁協助擔任中小學交通引

導（信義，S.L.，視訊訪談）。  

在歷年統計下來，全台 368 個鄉鎮中，共有 364 個

鄉鎮曾向「社區一家」提案，信義也讓同仁享有志工

假參與，單一企業志工投入時數超過 16 萬小時（信

義，H.H.，面訪）。 

對於環境 

《孟子‧梁惠王上》主張「不違農時，穀不可勝

食也；數罟不入洿池，魚鱉不可勝食也；斧斤以時入

山林，材木不可勝用也。穀與魚鱉不可勝食，材木不

可勝用，是使民養生喪死無憾也。養生喪死無憾，王

道之始也。」這除了是儒家對於環境均衡的看法外，

亦是孟子當時建議君主應以道德為基礎的王道來治理

國家，更讓資源可以生生不息。信義是服務業，雖不

像製造業對環境有高度衝擊，但仍認真思考如何降低

對環境的衝擊，在推銷商品過程中，仍思考如何做到

環境的永續。 

公司著手計算一個案子從開始簽委託到最後成交的碳

排放，從而計算碳足跡，並從過程中減少碳排放，在

計算碳排放的過程中，發現傳統房仲業透過人力發送

傳單、印製 DM 分送至社區居民信箱，紙張用量在買

賣交易原料投入階段的碳足跡佔比最高，因而轉為 3D

數位化看屋（信義，H.H.，面訪）。 

研究論述 

儒學、倫理紀律與公司治理的關係 

經由探討兩家代表企業，本文發現兩家企業雖屬

不同行業，但在採用儒學建構倫理紀律與公司治理的

方式上，相似的共同點均能展現於公司文化、倫理紀

律、公司治理、管理倫理創新等面向。茲說明如下： 

以儒學塑造儒商融合的公司文化 

儒商即商業經營活動中，融入儒家倫理道德，形

成儒商經營理念，故是「儒」與「商」的結合，亦儒

亦商，有儒者之道德智慧，又有商人的社會責任（樊

和平，1995；Hong, 2002）。兩家企業的創辦人，因

其自身對於儒學的喜愛，在創立公司之際，便把儒家

倫理內化於經營思維與理念，從而打造儒學文化，並

經由創辦人以身作則，將儒學信仰外顯地貫徹體現在

公司經營文化價值中 (Schein, 1992)，反應在與利害關

係人間的合宜關係上，包括仁者愛人、誠實守信、以

義相交、先義後利、君子務本、里仁為美、中庸與王

道的社會責任感（見表 3）。例如，在王品，有「王

品憲法」、「龜毛家族」內規，都是參照《論語》制

定的，即便現在高層管理人員多有更迭，《論語》都

仍是王品的建國方略；在信義，創辦人把論語的思想

與房地產業結合，在創立公司時寫下 70 字立業宗旨。 

以儒學制定公司依循的倫理紀律  

倫理紀律係建立具倫理依據的道德態度規範之行

為 (Ferrell, et al., 2019)，以降低公司可能的舞弊機

率 （陳勁甫與許金田，2016）。兩家企業都強調，在

樹立優秀有商業道德的人，仍需用行為規範來約束，

這就是儒學之「遵禮」。用「禮」來訂定契約、用

「禮」來建立交易制度、更用「禮」來杜絕商業詐欺

行為，對於違反商業道德規範者，絕不予以寬貸。兩

家企業的商業經營活動，都透過「仁」與「誠信」來

指導經營思維，並形成「遵禮」的經營規範，而這些

儒家的價值體系，雖然抽象，但公司都能以最容易讓

人理解的要素來教育員工。例如，在王品，公司要求

員工要嚴守公司規範，投機取巧與違規經營都會受到

懲罰，透過各分店的週會教育訓練課程，來加深員工

對這些規範的認知；在信義，同仁每天早上需宣讀經

營理念與立業宗旨，並且經由許多同仁發生的個案，

以及公司制定的 SOP 守則，來教育員工如何落實經營

理念。兩家企業在利害關係人上都建置清楚法紀，進

而針對不同利害關係人完備倫理紀律模型，包括勞資

倫理、環境倫理、舞弊防制、內線交易防範、利益衝

突、內控機制、服務倫理等（見表 3），此與 Benson 

(1989) 歸納倫理規範所提出的紀律準則不謀而合。 

以儒學開展企業實踐的公司治理  

微觀解讀公司治理的內涵，包括經濟、社會與管

理三方面（陳松山等人，2015；曾炳霖，2002；顧立

雄，2019），並包含其應有的內外部指導和監督機制

與方法，藉以落實企業經營者的責任，並保障股東合

法的權益，以及兼顧員工、顧客、供應商等利害關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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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的利益，防治組織任何可能舞弊的情況（陳勁甫與

許金田，2016）。倫理紀律與公司治理的關係，在於

倫理紀律本身雖不具法律之強制性，然具有道德的約

束性，是企業永續經營發展的基礎，會對公司治理產

生深遠影響。研究結果都見證，兩家企業皆以儒學為

基礎，並將其納入公司的倫理紀律，進而反應在公司

治理的內涵實踐（張振山，2020；葉銀華，2015；鄭

國鴻與吳成豐，2006），包括尊重利害關係人角

色（針對員工、顧客、與社會）、確保股東權益（針

對股東與供應商）、資訊揭露與透明度（針對顧客與

供應商）、進而追求企業永續發展（針對環境）

等（見表 3）。公司治理的倫理紀律手段是組織自身

的約束，約束方式就是道德約束，約束對象是公司所

有員工。自我約束使得公司管理層隨時隨地受到倫理

紀律制約，並在日常經營決策做出道德判準。兩家企

業靠組織中成員的道德實踐灌注，以有效維持公司治

理目標。 

表 3  研究個案採用儒家倫理紀律特色與公司治理內涵 

企業 利害關係人 儒學基礎 倫理紀律 倫理紀律具體特色 公司治理內涵 

王品 

員工 仁者愛人 
勞資倫理 

內控機制 

同仁安心基金 

主管差旅完全自付、「五不」 

「王品憲法」、「龜毛家族」 

尊重利害關係人角色

顧客 
仁者愛人 

誠實守信 
服務倫理 

安心良食 

ISO17025 實驗室管理系統認證 

ISO 22000 食品安全管理系統驗證 

疫情「安心專案」 

尊重利害關係人角色

社會 里仁為美 社會責任 一品牌一公益 尊重利害關係人角色

股東 君子務本 
內線交易防範

公司治理 
十則尊「禮」倫理守則及紀律準則 確保股東權益 

供應商 
以義相交 

誠實守信 
舞弊防制 

採購政策（包含食材溯源） 

供應商管理 

供應商環境評估 

資訊揭露與透明度 

環境 中庸之道 環境倫理 

供應鏈管理精進 

採購流程優化與整合 

採購績效管理 

綠色採購及溯源採購 

尊重利害關係人角色

追求企業永續發展 

信義 

顧客 先義後利 服務倫理 

不動產說明書、履約保證制度 

漏水保固、海砂屋保障 

輻射屋保障、凶宅安心保障 

尊重利害關係人角色

資訊揭露與透明度 

社會 里仁為美 社會責任 社區一家、社區服務 尊重利害關係人角色

員工 仁者愛人 勞資倫理 

菜鳥開大絕 

生育獎勵 

信義君子 

尊重利害關係人角色

股東 誠實守信 
內線交易防範

公司治理 

全面倫理管理委員會 

獨立董事制度 
確保股東權益 

環境 王道 環境倫理 計算碳足跡、數位化看屋 追求企業永續發展 

資料來源：本研究整理 

以儒學凝聚儒商營運的管理創新 

制敵機先謂之「智」，非智不足以料敵應變，展

現於高層決策者的管理策略，兩家企業在產品與服務

創新方面獨一無二，這是基於以儒學培養員工的基

礎。例如，在王品，致力於供應鏈管理精進、採購流

程優化與整合、採購績效管理、綠色採購及溯源採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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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面向，逐年提出創新理念並與時俱進，提供消費者

更高品質的餐飲體驗，建立永續經營的競爭優勢。在

信義，有「不動產說明書」等各類保障來保護消費者

買屋、針對台灣剛畢業新鮮人求職不易所推出的「菜

鳥開大絕」、設立企業倫理辦公室及倫理長職務，

「全面倫理管理委員會」參與公司重大決策、協助社

區營造的「社區一家」。 

公司治理內涵觀察倫理紀律的特色  

在倫理紀律實踐上，兩家企業所展現公司治理內

涵的共同特色，包括法律規範、價值創造、管理監

督、與倫理內涵等面向。茲說明如下： 

法律規範：制定合禮規範  

公司治理的實踐是透過法律的制衡、管控與設

計，期能有效地監督企業的組織活動，健全其組織運

作，以防止脫法行為之可能的經營弊端（顧立雄，

2019）。儒家倫理將各類典章制度與行為規範稱為

「禮」（孫震，2021），「禮」是「仁」的外在倫理

行為，也就是要樹立商業道德或建立交易規則，這些

都需有行為規範來約束，例如在王品，公司訂有明確

利益迴避、餽贈、招待、政治獻金及捐贈之程序與行

為準則，提供組織運作及同仁個人行為遵循依據。 

此外，從兩家企業可看出儒家「經權原則」的展

現。從儒家觀點來看，許多倫理規範如沒有思考背後

義理，則很容易成為儒家所反對的儒教，倫理規範在

日常需持守，但在特殊情形則可依據「經權原則」3來

回應（李瑞全，1999）。在信義，有不開除同仁的隱

性規範，更深層的意涵，如有同仁表現不佳，可經由

各式輔導來增進其表現，而不是直接選擇開除，但要

是有同仁違反信義重視的價值觀，像是欺騙客戶或竊

取公司機密，主管是可以開除的。另外，王品認為與

利害關係人保持和諧關係是重要的，但如果利害關係

人違反了核心的倫理紀律，例如貪瀆，即便利害關係

人認為只是「惡小（金額數目不大）」，或只有一兩

次的「為之」，公司都會貫徹防止天條的決心：廠商

賄賂，從此不再合作；員工觸犯，永不錄用，即使再

 
3  淳於髡曰：「男女授受不親，禮與？」孟子曰：「禮

也。」曰：「嫂溺，則援之以手乎？」曰：「嫂溺不援，

是豺狼也。男女授受不親，禮也；嫂溺援之以手，權

也。」《孟子‧離婁上》，即是在一般的情況之下，男女

是授受不親，這是社會規範所要求，但是在牽涉到更高層

次的價值時，例如生命，則應有變通與權宜性的方式，能

不停留於既定的規範，回到道德根源進行省思。 

優秀、資深的同仁，再有合理、正常的理由，只要觸

犯規定，絕對無通融餘地。 

價值創造：產生共好效應 

公司治理是在促進公司價值達到極大化的制度，

不只為股東創造利潤，還要兼顧到其他利害關係人及

社會價值，以達到整體價值的極大化（陳松山等人，

2015；陳勁甫與許金田，2016）。兩家公司都注重在

「禮」的規範下，與不同利害關係人間的互利合作，

尋找共同的生財點。在王品，有與供應商的採購政

策 （包含食材溯源）、供應商管理、及對供應商的環

境評估；在信義，有社區一家與社區服務。在當今經

營競爭態勢中，兩家企業都兼有互利合作的新戰略模

式，使得在相互合作中實現優勢互補，從而獲得更大

的市場範疇。 

管理監督：建置義利體制 

公司治理是一種對公司進行內部與外部的管理與

監控機制體系（陳勁甫與許金田，2016；顧立雄，

2019），不僅規範公司各個參與者的權利與義務，也

確立決定公司事務時所應遵循的程序與規則。其目的

在落實公司經營者責任，兼顧各個利害關係人的利益

都得到合理、公平對待，以確保各利害關係人的信

任，並藉此強化公司績效，保障股東權益的機制（陳

勁甫與許金田，2016；曾炳霖，2002；顧立雄，

2019）。兩家企業始終將仁義道德，擺在對物質追求

同等重要，甚至更重要的地位；也就是經營既不能不

重視利益，又不能不講道義，正所謂「利由義取」與

「財自義生」 （孫震，2021），體現了儒家提倡誠實

信用、提倡道德經商，反對投機取巧、見利忘義、背

信棄義的特質。例如，王品有對顧客細心觀察，寫下

一條條 SOP，也就是對待顧客不要急功近利，而是以

人為本的思想對待各類顧客，進而贏得顧客的人心；

信義則是秉持「先義後利」對待顧客，不賺價差、不

索回扣、不收紅包、不做投機客生意，及有「不動產

說明書」等對消費者的保障。 

倫理內涵：落實誠信經營 

有 效 公 司 治 理 的 基 本 精 神 就 是 負 責 

(Responsibility) 與誠信 (Integrity)，就是企業倫理的核

心—負責地做對的事。負責是忠於職責的當責問題。

誠信行為，指透過人們的誠信與正直勇於「做對的

事」的信念與堅持（孫震，2021）。「信」泛指誠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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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欺詐、講信用、遵守諾言，人無信不立、店無信不

開。「言必行，行必果」《論語·子路》、「民無信不

立」《論語·顏淵》。取信於民，才會有發展，失信於

人，就難以立足，甚至出現危機。兩家企業都強調，

商品的交換原則是等價交換；交換雙方是以信用作為

履約的條件，任何一方不守信用，就會使等價交換關

係遭到破壞。在王品，強調「安心良食」；在信義，

則有一系列的購屋履約「保證制度」。誠信是市場經

濟重要的運作準則，是建構市場經濟中倫理紀律的基

石。建立在誠信基礎上的經濟模式，是離不開誠信這

一個根本的商業道德原則。沒有誠信經營，就沒有商

品的等價交換，就沒有秩序，就沒有市場，經濟活動

就難以永續發展。 

討論與建議 

經由對於兩家代表性儒商的探討後，在最後討論

與結論部分，將分別對於本文「研究的貢獻」、「既

定的印象」、「文獻的檢視」、「進階的觀察」、

「研究的限制」、「未來的研究」予以說明： 

研究的貢獻 

首先在理論意涵部分，經由對兩研究個案的探

討，本文在理論意涵的貢獻為：有別於過往儒商研

究，受限研究者的背景因素，對於「儒」、「商」概

念會偏向某一面向探討，而本研究不偏於一隅地探討

「儒」、「商」兩項概念。經由融和性討論，填補了

過往儒商研究的缺口，並進一步豐富過去文獻所缺乏

的儒家倫理紀律與經由此所展現的公司治理特色的探

討。如同 Schein (1992) 指出，組織文化是組織成員共

同抱持的一種意義體系，我們觀察到兩家企業將儒家

倫理內化成經營理念與文化，所展現的外顯價值即是

其所建置的倫理紀律，進而實踐在與利害關係人間合

宜關係的公司治理樣貌。 

在研究的方法上，由於東方倫理特質，這也造成

之前儒商研究，較難以系統性與結構性的探討。本文

在研究方法上，嘗試從儒家倫理的核心元素（仁義禮

智信）出發，並由此設計個案研究的訪談問題、詮釋

訪談成果。如此的研究方式，能將博大精深的儒學界

定範疇，避免在分析時過於發散，從而能更具系統性

與結構性觀察個案。此外，後續也能在此基礎下擴大

更多儒學元素予以分析，例如中庸、和諧、關係等。 

在實務意涵方面，兩家企業將強調「心性修養」

的東方倫理思維，轉化為「經世致用」的管理實踐，

這樣的經驗可提供有意建構儒家倫理紀律的華人企業

參考，特別是對於不同利害關係人所展現的倫理紀

律，以及現代儒商在公司治理的優勢與有關挑戰。此

外，對於西方企業而言，也可經由本研究，更加了解

儒家倫理對於華人企業的影響，日後有機會合作時，

將能減少文化的衝突。 

既定的印象 

對於儒商的既定的印象的檢視，在經由兩家企業

的探討，對於坊間看待儒商「重義輕利」、「儒」

「商」難相容的觀點，應可修正為：儒家並不避諱追

求名與利，也認同此是人的本性，如同《論語·里仁

》：「富與貴，是人之所欲也」，然而，儒家反對的

是「見利忘義」，一切的「利」都需要在「義」的基

礎下才有正當性，只要符合「義」，透過各種形式工

作內容獲得「利」是可被接受的，如同《論語·述而

》：「富而可求也；雖執鞭之士，吾亦為之。」因

此，對於儒商「重義輕利」的既定觀點，應可調整為

「義中取利」或「先義後利」，例如信義當時製作不

動產說明書需要成本，而且製作後也不見得一定會成

交，但從「義」觀之，這是一間房仲業應提供給消費

者的資訊，因此即便成本提高也堅持執行，事後證

明，公司的堅持獲得了回饋，在「不動產說明書」推

動後的數年，顧客數便慢慢增加，也促進了「利」。 

文獻的檢視 

經由對於兩家企業的探討，我們發現兩家企業在

轉化儒學到實踐過程，並沒有發現之前學者（朱建

民，1994）所擔憂的過度詮釋或穿鑿附會的問題。其

它之前文獻提及的負面看法，則隨著時代的更迭而逐

步改善，例如在「大家長主義」方面（葉保強與何順

文，2020），由於現今企業社會責任的趨勢，公司必

須要廣納利害關係人的想法，因此兩家企業都有深度

與利害關係人議和，從而蒐集各方意見來避免大家長

「一言堂」的弊病；另外，兩家企業對待女性上，也

有別於過去儒商在女性議題被詬病之處  (Woods & 

Lamond, 2011)，例如在對待懷孕員工、聘任獨立董事

上，可看出對女性員工與女性獨董的重視，加上當今

社會女性學識不斷提升，兩家企業已有不少女性高階

主管。在儒學妨礙創新的觀點 (Weber, 1930)，個案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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業雖不是那些在科技與技術上願擔負高創新風險的公

司，例如根據媒體的報導：「在品牌經營上，信義遍

及房仲、代銷、建設、置產、資產管理、建經、地政/

估價事務所等領域，能提供消費者最完整的一條龍服

務，無論老屋、新屋、海外置產等需求，都能一站式

滿足。而同業品牌更加強調科技加值（風傳媒專訪

Francis 摘記，2021）」，但如放寬對於創新的定

義，兩家企業在倫理管理方面則展現獨特的差異性。

最後，關於儒商在激烈市場上的短線財務表現較不突

出 (Cheung and King, 2004; Tsai et al., 2011)，這樣的觀

點對兩家企業而言是存在的，然兩家企業更為重視與

所追求的是長線穩定的財務表現。 

在疫情來襲之際，兩家企業在疫情初始時段，業

績上都受到強烈衝擊，如受訪者提及：「受到疫情衝

擊，王品股價寫下歷史新低價，我希望公司莫忘對股

東的承諾，期待王品股價重返餐飲龍頭股王（股東，

J.H.，王品）。」然而，根據《天下雜誌》（2021）

針對全台企業因疫情衝擊後能 V 型反轉的企業排名

中，信義進入前 20 名4，而王品則推出商業創新模

式，如在報導中所提及「疫情間意外發展外送服務，

讓擅長現場服務的王品，培養出新能力（天下雜誌，

2021）」，從中可見儒商企業具備有一定程度的韌性

力。 

進階的觀察 

如果更進一步觀察兩家企業，首先在採用儒學建

構倫理紀律方面，兩家企業經由領導者（創辦者）來

打造儒家文化，從而借助儒家在道德指引的豐富元素

發展出許多具體的倫理紀律，逐步讓倫理紀律貫注於

各利害關係人，這與之前的儒商文獻融入儒學的方法

是相呼應的（王安智，2014；Ip, 2002; 2003; Hong, 

2002）。但在過往的儒商研究中，較少描述從「應

然」落實到「實然」的過程（朱建民，1994），也經

由對兩家企業的研究可看出，兩家企業從儒學汲取元

素而轉化為倫理紀律的不易，除了創辦人對於儒學的

喜愛，也需要長時間形塑儒家文化後，才能夠逐步建

置。如果從利害關係人的視角觀之，兩家企業對於員

工的倫理紀律最為豐富，而在安頓了員工後，也逐步

發展社會公益，這跟儒家關愛家人、內聖外王的特質

吻合。除了相同之處，兩家企業亦有相異之處，例如

在展現儒家價值上，王品較為外顯，例如創辦人會在

 
4 信義名列 V 型反轉 Top100 的第 18 名。 

祭典上強調「半部論語治王品」之說，信義則較為內

斂。再者，倫理紀律的形塑上，王品擁有「王品憲

法」與「龜毛家族」的具體內規，來加強道德教育並

以引導員工行為；在信義則是將倫理紀律內化於組織

文化，用來影響與形塑員工行為，並設置倫理委員會

與倫理長，來確保倫理紀律的落實。此外，王品對於

供應商的倫理紀律較為豐富，而信義則在社區部分著

墨較深，從中也可以看出因產業特性所造成的差異。 

在倫理紀律實踐下的公司治理特色上，兩家公司

皆展現在法律規範、價值創造、管理監督與倫理內涵

上，都呼應之前文獻所強調的儒家強調以義制利、著

重和諧、尋求中道（鄧子龍與謝亭亭，2018；Liu, 

2020）。由於這些治理特色並非用以追求效率為主，

而是一種長線思維的治理模式，因此在重視短線績效

的商業環境中，兩家企業需要不斷地堅持信念與利害

關係人溝通，但難免有利害關係人不適應而選擇離

去，例如短線便能有財務回報的股東，或是較不喜歡

團隊績效評估方式的員工，像是離職員工提及：「公

司雖有底薪保障，獎金相對同業則分配少，跟自身付

出多，反而不成比例（外部訪談者， C.C. ，信

義）。」最終能持續合作的利害關係人，也將是傾向

長線思維的類型。在儒學特色的公司治理下，兩家企

業也存在突破的挑戰，由於重視和諧，較不願把是非

對錯歸責清楚，而這有時會損及到賞罰公平或員工感

受，或是過度強調對於客人服務，而讓員工壓力很

大，例如受訪者中有前員工提到「當有奧客出現時，

公司會先保護客人，感覺不是太好（外部訪談者，

P.S.，信義）。」、「只要客人在顧客意見卡上勾選

「不滿意」或是「普通」，整間店上至店長，下至工

讀生，同仁都會有如臨大敵的感受與壓力（員工，

P.H.，王品）。」，從中可看出，要如何調和各類利

害關係人的衝突與感受，將是現代儒商在強調和諧價

值下的一項挑戰。 

另外，本研究檢視的二家現代儒商企業，過去在

市場上能持續獲利，以及在公司治理評鑑（台灣證券

交易所公司治理中心，2021）上，多年來都能穩定名

列前茅5，但這是否是融入儒家思想的成效，仍有待深

度探討。畢竟從兩家企業的個案資訊只能間接推導，

例如公司因融入儒家思想，而使得員工人品好而提升

 
5 台灣證券交易所評比的公司治理評鑑中，信義房屋從 2015
年至 2021 年，連續 7 年獲前 5%，王品集團從 2016 年至

2019 年連續 4 年為前 20%，2020 年至 2021 年為前 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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服務品質，因此儒家所形塑的倫理紀律有助公司在市

場營運，但無論是財務表現或公司治理排名，皆牽涉

複雜的因素，對於兩家企業來說，如果無法獲知融入

儒家思想的具體成效，後續便不易持續優化，因此，

這將會是兩家企業日後的重要課題。 

研究的限制 

研究期間，正逢 Covid19 傳染病肆虐全球，影響

最劇烈的就是「服務經濟」，而兩觀察個案正是疫情

海嘯第一排的受創對象，此全球風險事件引發鎖國、

封城、警戒，所造成不可控的經營危機，限縮了對觀

察個案營運資訊取得的不客觀性，此亦為本研究的限

制。此外，由於當代儒商的資料蒐集不易，本研究只

觀察兩家具代表性儒商。而公司治理的範疇，包含董

事會責任、股東利益、利害關係人權益、資訊揭露與

透明度等，然個案公司無法公開董事會之相關資訊，

故對個案企業在強調董事會責任構面上，我們無法呈

現觀察評論。再者，就兩代表個案之研究訪談對象，

包含內部利害關係人（高層主管、公司員工、顧問）

與外部利害關係人（供應商、股東、離職員工、與同

業），唯係符合質化研究的鑑定條件 (Golden-Biddle 

& Locke, 1993)，但仍都可能存在「情面」關係的「寬

大」偏差。中國傳統文化注重「人和」（鄧子龍與謝

亭亭，2018），講求「面子」（黃光國，1995；鄭伯

壎、周麗芳與樊景立，2000），即便研究者要求受訪

者提供公正客觀陳述，但他們仍可能展現正向觀點以

避免破壞和諧狀態，保持與個案公司的融洽關係，而

使研究結果無法獲得客觀評價的視角，因此本文蒐集

公開的二手資料檢視與佐證，以避免「印象整飭」 

(impression management) (Wayne & Liden, 1995)。 

未來的研究 

在未來研究建議方面，後續如有更多儒商資料，

可針對不同規模、不同市場、不同產業的儒商代表，

仔細觀察他們融入儒家所展現的倫理紀律與在公司治

理特色上的差異。另本研究是針對營運穩健的儒商，

對於那些具備儒家倫理紀律卻營運不佳的公司研究，

亦是重要的。此外，對於儒商的量化研究是缺乏的，

未來資料量要是充足，亦可採用量化研究，像是鄧子

龍與謝亭亭（2018）發展君子企業量表去調查香港公

司，並依此發展香港商業道德指數；在倫理思想方

面，本文較為聚焦儒家五德等核心元素，由於儒學博

大精深，日後學者也可更深化觀察其他儒家元素，像

是荀子、程顥、程頤、張載、王陽明、朱熹等儒學對

企業所帶來的影響。另外，對於其它指引華人的倫理

思想或道德系統，像是道家、佛家，甚至是民間的媽

祖與關公信仰，如何促進企業建構倫理紀律而影響公

司治理也相當值得探討；最後，與新概念的對話，像

是中華文化永續發展基金會（2018）建立的王道指標

中，發現儒家觀念中的仁政、反霸、民本、生生不

息、同理心等元素，與聯合國所提出的「永續發展目

標」(Sustainable Development Goals) 有相當高的共通

性。因此，在當今鼓勵企業將「永續發展」概念融入

企業營運的同時，也應該探討當代儒商如何與這些新

概念融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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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thical discipline is the important foundation of corporate governance, and the ethical element is the root of the 

establishment of ethical discipline, however, the ethical characteristic of each culture is difference. Hence, it is important 

to investigate how ethical thinking in different cultures shift ethical discipline. Through the literature we can find that 

previous researchers take less empirical research on ethical discipline which apply in corporate governance is established 

on Confucianism. Besides, in previous studies of Confucian firms, due to the researchers’ background, only stress one 

dimension that Confucianism (ethical dimension) or business (managemental dimension). In the light of this, this study 

analyzes two representative contemporary Confucian firms through integrating approach of ethical and managemental 

dimension, and discusses firms how to build ethical discipline shifted by Confucianism to develop the unique corporate 

governance. This study concludes it can expand the previous literature and provide a reference for those firms that belong 

to Confucian culture. 

Key Words: Confucianism, Confucian firms, ethical discipline, corporate governance, case study. 

 

Introduction 

Ethical discipline is one of the most fundamental 

aspects of corporate governance, and the establishment of 

 
Hsiu-Hua Hu serves as professor at General Educational Center 
in National Chi Nan University. Yi-Ping Chang is a Ph.D. of 
Department of Business Administration, Ming Chuan University. 
Shih-Ching Liu (corresponding author) is the research director 
of Sinyi School, College of Commerce, National Chengchi 
Universit. E-mail: csr@ nccu.edu.tw. Cheng-Hsueh Yang is an 
associate professor of Department of Business Administration, 
Minghsin University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 The author 
thanks those interviewers, comments from the anonymous 
reviewers. The four authors involved the same contribution to 
this article, and this article is placed in order according to the 
author's last name. 

ethical discipline relies on ethical elements. However, as 

ethical characteristics differ from culture to culture, it is 

important to explore how ethical thinking in different 

cultures shapes ethical discipline in a firm, and then 

observe how a company uses Confucian ethical mindset to 

develop their ethical discipline to strengthen corporate 

governance. 

This research defines the scope of corporate 

governance based on the stakeholder perspective. This 

perspective combines organizational management and 

ethical discipline, and argues that in addition to the 

interests of shareholders, corporate operators also need to 

consider and balance the ethical responsibilities of the 



2023     Hu, Chang, Liu, and Yang               131 

interests of various stakeholders. In addition, this paper 

differs from the previous studies on Confucian firms in 

that it is not limited by the background of the researcher 

and does not focus on one aspect of Confucianism and 

business, i.e., it takes into account both ethical and 

managerial concepts. 

Through an integrative discussion, a void in the 

previous studies on Confucian firms is filled. The study 

further enriches the lack of Confucian ethical discipline 

and the characteristics of corporate governance in the past 

literature. Also, it provides a practical reference for 

enterprises in the Chinese community that are interested in 

developing Confucian ethical discipline and thus 

implementing it in corporate governance. 

Literature Review 

The corporate governance of a company is influenced 

by the ethical discipline of the company. Ethical discipline 

is mainly derived from the ethical thinking that a company 

upholds. This article closely follows this main axis in the 

literature review, first of all, from a philosophical 

perspective, to explore the "differences between the 

Eastern ethics and the Western ethics", so as to understand 

the essential differences between the East and the West. 

Furthermore, due to the breadth and depth of 

Confucianism, it is difficult to cover it all in one study. On 

the "core elements of Confucianism ethics", this study 

identifies the core Confucianism ideas and defines the 

scope of the Confucianism analysis used in this article. 

After having the philosophical foundations, we move on to 

"the application of Confucianism in business", which is to 

review the previous research on Confucian businessmen. 

In addition to classifying the literature, we also put 

forward positive and negative viewpoints in a balanced 

manner; finally, we move on to "ethical discipline" and 

"corporate governance" section, to sort out the literature 

on ethics, discipline, and corporate governance in recent 

years. Through the above literature, we hope to achieve a 

research approach that integrates "Confucianism" and 

"business”, and then helps to observe and analyze cases 

from the basis of previous research. 

Organizational culture is a system of meaning shared 

by the members of an organization. The two firms 

observed in this paper, Wowprime and Sinyi Group, have 

internalized Confucian ethics into their business 

philosophy. The outward value of these two firms is the 

ethical discipline they have established, which in turn has 

been put into practice in the form of appropriate 

relationships with stakeholders in corporate governance. 

Methods 

The purpose of this research is to investigate how 

Confucianism constructs corporate ethical discipline and 

then applies it to corporate governance. Given the scarcity 

of contemporary Confucian firms and the difficulty of 

obtaining data, a qualitative case study approach was 

adopted. This research focused on how Confucianism 

constructed corporate ethics and discipline, and then 

applied it to corporate governance. The researcher also 

designed semi-structured interview questions, and added 

or deleted questions according to the respondents' 

responses during the process, with a view to obtaining 

richer and more thorough information. 

Because of the characteristics of Eastern ethics, it has 

been difficult to study Confucian firms in a systematic and 

structural way. Therefore, as far as the researching trend is 

concerned, we attempt to explore the core elements of 

Confucian ethics, known as the Five Virtues, including ren 

(benevolence), yi (righteousness), li (propriety), zhi 

(wisdom), and xin (trustworthiness). In this way, we 

designed the interview questions and interpreted the 

results of the case study to explore modern Confucian 

firms. 

The case study interviewed senior executives, 

company employees, and external stakeholders to avoid 

limited information only from senior management and 

internal information. Secondary information from both 

firms was collected and verified by the triangulation 

method to ensure the correctness of the information. In the 

case presentation, subjective value judgment was excluded 

to maintain the objectivity of the content. At the same 

time, the scope of the immense and profoun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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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nfucianism was defined in a way that could avoid too 

much dispersion when analyzing the cases, thus making it 

possible to observe the cases systematically and 

structurally. In addition, more elements of Confucianism, 

such as Zhongyong (The Doctrine of the Mean), harmony, 

and relationship, can be expanded on this basis for 

subsequent analysis. 

Results 

 This study found that although the two firms belong 

to different industries, the similarities in the way 

Confucianism is used to construct ethical discipline and 

corporate governance can be seen in aspects such as 

corporate culture, ethical discipline, corporate governance, 

and management ethics innovation. These include the use 

of Confucianism to shape the corporate culture integrated 

by Confucian firms, the establishment of ethical discipline 

to be followed by the company, the implementation of 

corporate governance, and the management innovation 

that brings together the operation of Confucian firms. 

Discussion and Conclusion 

In terms of practical meaning, the two firms have 

transformed the eastern ethical thinking, which 

emphasizes "spiritual cultivation", into the management 

practice of "practical application". Such experience and 

the characteristics of corporate governance not only 

expand the previous literature on Confucian firms, but also 

serve as a reference for Chinese enterprises interested in 

building up Confucian ethical discipline, especially for the 

ethical discipline shown to different stakeholders and the 

advantages and challenges of modern Confucian firms in 

corporate governance. 

Regarding the characteristics of corporate governance 

under the practice of ethical discipline, both companies 

demonstrate legal regulation, value creation, management 

supervision, and ethical connotation, which echoes the 

previous literature that highlights Confucianism's view of 

righteousness as a means of controlling profit, 

emphasizing harmony, and seeking the moderateness. 

Since these characteristics are not used in the pursuit of 

efficiency, but rather as a long-term mindset for 

governance, both firms need to continuously uphold their 

beliefs and communicate with their stakeholders under a 

business environment that prioritizes short-term 

performance. Meanwhile, for Western companies, this 

study provides a better understanding of the influence of 

Confucian ethics on Chinese companies, which will 

reduce cultural conflicts when cooperation opportunities 

arise in the future. 

As for the suggestions for subsequent research, a 

closer look at the differences between the ethical 

discipline and corporate governance characteristics shown 

by different sizes, markets, and industries of Confucian 

firms, as well as their integration into Confucianism, may 

be useful if more information on Confucian firms 

emerges. Additionally, while companies are encouraged to 

integrate the concept of "sustainability" into their business 

operations, it is also important to explore how modern 

Confucian firms fit in with the concept of sustainabilit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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